
 

 

数字鸿沟、财富不平等与信息普惠政策
−基于 HANK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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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进程中，数字鸿沟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不平等形式，

其对财富不平等的挑战与冲击亟待关注。基于此，文章将使用沟（二级鸿沟）和知识沟（三级鸿沟）

模型化，并嵌入经典的 Aiyagari-Bewley-Huggett 模型，构建包含两级数字鸿沟与信息普惠政策的

HANK 模型，分析了使用沟和知识沟对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并定量评估了政府信息普惠政策缓

解财富不平等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使用沟的缩小与扩大对多种基尼系数的影响呈现非对称特

征。当使用沟逐步缩小时，财富基尼系数和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先增后减，收入基尼系数减小；当使用

沟逐步扩大时，财富基尼系数和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增大且增速呈凸性，收入基尼系数增大。第二，知

识沟与多种基尼系数存在非线性关联。当知识沟逐步缩小并收敛于“占优方”时，财富基尼系数、资

本收入基尼系数和收入基尼系数均先增后减；当知识沟逐步缩小并收敛于“劣势方”时，三类基尼

系数逐步增大而后趋于平稳。绝对的知识沟缩小未必能直接缩小财富差距，其效果还取决于家庭利

用互联网信息的能力。第三，政府信息普惠政策可降低财富基尼系数、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和收入基

尼系数，有效缓解社会信息不平等。文章提出以信息普惠为导向、消弭数字鸿沟的政策建议，助力数

字经济发展与缩小财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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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深刻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轨迹，数字经济已成为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经济发

展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将发展数字经济确立为国家战略，并作为实现创新驱动与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在此背景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兴起，展现出空前活力。《中国数字经

济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 2012年的 11万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45.5万亿

元，GDP占比由 21.6%上升至 39.8%，数字经济在经济增长、就业创造、服务改善等方面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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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释放。而在数字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数字技术非均质化扩散客观上也催生了数字鸿沟。

这不仅导致数字“弱势”群体难以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更在区域、行业、企业与个体层面引发

不公，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痛点”（王春英等，2022）。那么，数字鸿沟如何影响财

富不平等？其内在作用机制如何？如何有效缩小数字鸿沟以缓解财富不平等？这些构成本文探讨

的核心问题。

现有研究对数字鸿沟的内涵与成因进行了广泛探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数字技术

的发展，我国网络一级数字鸿沟——“接入沟”正逐步弥合，而由网络使用差异所引致的二级数字

鸿沟——“使用沟”整体上呈扩大态势。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约 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3%，网络接入已实现广泛普及且差异

微小。当前我国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使用沟与知识沟，这一现象或将持续存在，并长期处于动

态建构与消解过程中，进而演变为常态化社会现象。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使用沟及信息使用差

异所引致的知识沟。从研究现状看，现有文献以数字技术使用差异与数字金融服务差异为切入

点，运用微观数据分析了数字鸿沟对收入差距、消费以及共同富裕的影响（李怡和柯杰升，

2021），但缺乏数字鸿沟对财富不平等影响的直接考察。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研究大多采用计量

经济学方法进行变量相关性分析，缺乏从一般均衡视角的宏观模型构建。这类实证分析对数字

鸿沟的测度精度不足且数据依赖性较强，而定量宏观模型不仅能精确刻画使用沟与知识沟，且

对时间序列依赖性较弱，可增强研究的严谨性与稳健性。

当前学术界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大多采用计量分析方法，缺乏一般均衡视角的探讨，致使

微观个体财富差异引致宏观经济现象的机制模糊难辨，根源在于现有的一般均衡模型难以对个

体财富差异进行有效建模。HANK（Heterogeneous Agent New Keynesian）模型的兴起为在一般均

衡框架下研究居民财富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可能。HANK 模型是天然适用于“不平等”问题研究

的分析框架，因为其能更精准地刻画家庭消费行为、收入分布特征，甚至较好地匹配家庭资产

负债表结构。第一，该模型开启了将微观数据融入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路径，使从微观到宏观

层面规范并完善宏观经济学理论成为可能；第二，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在分析特定冲击或经

济政策实施效果时，需考量微观层面的分配不均因素，HANK 模型的应用可避免忽视利益分配

的整体经济分析思维，支持差异化经济政策制定；第三，尽管国内外学术界认为代表性个体假设

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仍具一定解释力，但越来越多文献指出，HANK 模型能阐释诸多代表

性个体宏观模型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且货币与财政政策对 HANK模型刻画的经济系统可能产

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然而，受限于 HANK模型求解与估计算法的复杂性，国内运用该方法分析

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献较为稀缺，基于该模型研究财富与信息不均等问题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本文基于对数字鸿沟概念的深入理解，刻画使用沟与知识沟并将其嵌入 HANK模型，构建

包含数字鸿沟与信息普惠政策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使用沟与知识沟对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机制，

并定量评估了政府消弭数字鸿沟的信息普惠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使用沟变动对基尼

系数的影响呈现非对称特征。当使用沟缩小时，财富基尼系数和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呈倒 U形变

化，收入基尼系数减小；当使用沟扩大时，财富基尼系数和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加速增大，收入差

距同步扩大。第二，知识沟与基尼系数具有非线性关联。当知识沟向“占优方”收敛时，三类基

尼系数均先增后减；当向“劣势方”收敛时，则先增后稳。可见，单纯缩小知识沟未必能改善财

富分配，其效果关键取决于家庭的信息利用能力。第三，信息普惠政策可有效降低三类基尼系

数，缓解信息与财富不平等。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拓展了经典的 Aiyagari-Bewley-Huggett 模型，构建

HANK模型框架，从定量分析视角探究了使用沟和知识沟对家庭消费、储蓄行为以及财富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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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状况的影响，为家庭经济行为与财富分配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实证依据。第二，本文

在 HANK模型中实现了对使用沟和知识沟的精准刻画。本文基于对数字鸿沟概念的深入解析，

聚焦使用沟和知识沟研究，针对当前学术界对知识沟刻画缺乏统一认知、现有文献仅以居民收

入数据差值简单描述的局限，将居民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信息的过程进行内生化处理，通过

严谨的模型化手段实现了对知识沟的精确度量与刻画。该方法不仅弥补了现有理论研究在该领

域的不足，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从而丰富和完善了数字鸿沟理论体系。第三，

本文将政府信息普惠政策纳入 HANK模型，精确估算了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及缓解财

富不平等的效果，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鸿沟与财富不平等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鸿沟的持续加剧，大量学者围绕数字鸿沟及其引发的财富

不平等问题展开探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理解数字鸿沟》报告中，将数字鸿沟定

义为个人、家庭、企业以及地区之间在信息技术获取机会与互联网活动利用水平上的差距。数

字鸿沟源于信息技术获取差异，表现为物理层面的“接入沟”，主要体现为信息通信技术可及性

的差异（Van Dijk，2006）。随着互联网普及突破信息设备接入的客观限制，数字鸿沟超越外在表

现形式，更显著地体现为“使用沟”，即个体间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的差异（Van Deursen和 Van Dijk，

2014）。伴随数字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凸显，部分学者关注数字技术接入与使用后产生的社会影

响，即“知识沟”（Song 等，2020）。各类数字鸿沟均会加剧社会内部不平等，因为其会限制公民

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参与能力（Ragnedda，2017）。

国外文献较早关注数字鸿沟引发的新机会不平等，致使居民无法均等享有互联网行业高速

发展的红利，并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贫困发生率上升（Hoffman等，2001）。Van Dijk和 Hacker

（2003）指出，信息通信技术在所有权、技能以及应用层面的差异所形成的数字鸿沟会恶化收入

分配。这是因为信息通信技术具有技能偏向特性，使具备信息处理优势的阶层获取经济收益，

从而扩大阶层间收入差距（Bonfadelli，2002；Clark 和 Gorski，2002；Xu，2017）。Ono 和 Zavodny

（2007）指出，信息技术获取与使用的不平等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相关，因为其成因与潜在后果均

呈现此特征。Ragnedda（2017）更明确指出，不同形式的数字鸿沟会加剧社会内部不平等，因为其

会限制或提升公民的社会经济资本及社会参与能力。此外，尽管理论上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穷

人脱贫，但以商业为导向的数字化发展与普惠、包容、减贫的政策目标存在偏差，导致数字经济

的减贫效应不显著（Balkenhol，2007；Hermes 和 Lensink，2011；Roodman 和 Morduch，2014）。

Wei等（2011）研究发现，互联网劳动生产占优方通常能凭借互联网技能获取比互联网闲暇娱乐

劣势方更多收益，从而加剧财富不平等。

国内学者围绕数字鸿沟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开展了一系列探讨。多数文献聚焦于一级数

字鸿沟的影响，包括：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影响（柏培文和张云，2021）；家庭互

联网接入显著提升了家庭总收入，降低了个体消费不平等与贫困发生概率（何宗樾等，2020；尹

志超等，2021；杨碧云等，2023）；地区间互联网普及差异加剧了地区收入不平等（Forman 等，

2012；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尹志超等（2021）基于 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研究

发现数字鸿沟显著降低了家庭总收入，且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的负向影响更显著。随着信息基础

设施的快速建设，一级数字鸿沟已得到显著缓解（陈梦根和周元任，2022）。学者们将研究重点

转向二级和三级数字鸿沟。田霖等（2024）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粟勤和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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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媛（2021）发现，二级数字鸿沟通过提升家庭融资水平扩大了家庭财富差距；李怡和柯杰升

（2021）指出，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民收入总体增长的同时扩大了收入差距。

在信息普惠政策推动下，数字金融快速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普及与否成为新型数字鸿沟不

平等，深刻影响个体就业创业决策与企业融资水平，衍生出增收减贫促进论与金融排斥论（周立

和陈彦羽，2022）两种研究视角。吴本健等（2017）指出，我国农村存在显著的数字金融鸿沟，农

户因金融资产不足而面临“工具排斥”，因金融知识匮乏而产生“自我排斥”，两种效应叠加削弱

了数字金融惠农成效。鉴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区收敛性与空间异质性，数字金融

作为缩小数字鸿沟的工具，能否破除金融排斥，真正普及金融数字化，并有效抑制数字鸿沟的负

面影响，成为当前研究热点。

（二）HANK模型下的财富不平等

HANK模型的核心优势在于将内生变量的横截面分布纳入宏观经济量化分析的统一框架，

是研究财富分配的有力工具。Ríos-Rull（1995，2001）对过去二十年来该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全面

回顾。HANK 模型常被用于解决社会保障改革、代理人预防性储蓄行为、就业流动性以及财富

不平等相关问题。例如，Kaplan等（2018）运用 HANK模型克服了 DSEG模型在研究货币政策影

响收入分配后果方面的局限性。

内生化工资与劳动是研究财富收入不平等的前提。Aiyagari（1994）以及 Krusell 和 Smith

（1998）等早期文献均假定家庭收入差异为外生给定，后续文献通过劳动内生化来研究收入差距

（Heathcote 等，2010），部分文献内生化工资差异。Huggett 等（2006）的研究表明，初始人力资本

差异较大会降低家庭生命周期内的工资不平等，而学习能力的异质性可模拟出与数据中工资不

平等上升趋势相符的结果。随后，Huggett等（2011）以及 Guvenen等（2014）将人力资本的特质性

冲击引入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增长率的异质性对工资不平等起主导作用。Ahn等（2017）基

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互补性区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研究发现对低技能劳动力生产效率施加

负向冲击会导致衰退，对低技能员工更为不利，从而加剧收入与消费的不平等。

在实现了工资与劳动内生化后，可运用 HANK模型拟合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分布，当前主要

存在三种方式：第一，利用劳动生产率冲击的异质性来描述家庭财富差异，即部分家庭因劳动生

产效率面临正向冲击而工资和财富增加，而面临负向冲击的家庭财富减少（Huggett，1996；

Castañeda等，2003）。第二，基于家庭理性程度与节俭程度的异质性，Krusell和 Smith（1998）通过

假设家庭贴现率差异来表征财富差异；Laitner（2002）则以家庭馈赠后代遗产效用的异质性来反

映财富差异。第三，基于资产回报率的异质性，资产回报率高的家庭相较回报率低的家庭积累

更多财富。Guvenen（2006）假设股票收益率高于债券收益率，因而股票持有者更富有；Quadrini

（2000）以及 Cagetti 和 De Nardi（2006）引入企业家与普通员工，假设企业家拥有更多资本，模拟

出更贴近现实的财富分布。

上述研究虽对数字鸿沟与财富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难以

从微观与宏观双重视角准确阐释数字鸿沟（尤其是使用沟与知识沟）影响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机

制与传导渠道。相关文献表明，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至少包括减少家庭收入与扩大收入差距。

然而，现有研究在探讨一级数字鸿沟时采用的指标与数字经济测度指标存在差异，且主要依赖

计量经济学方法。因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无法同时从宏观与微观层面解析数字鸿沟的作用机

制与传导渠道。受数据稀缺限制，针对数字使用沟的研究较少，鲜有实证研究直接探讨其对财

富不平等的影响，现有少量关于使用沟的文献大多聚焦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鲁元平和王军鹏，

2020；马述忠等，2022）。关于三级数字鸿沟（知识沟）的研究更为匮乏，当前缺乏可靠框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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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就信息普惠政策研究而言，虽数字普惠金融抑制数字鸿沟负面影响成为热点，但大

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基于微观数据实证分析政府信息普惠政策效果的文献较为少见。

第二，现有研究未能改进 HANK模型，并利用中国数据解析数字鸿沟影响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机

制与传导渠道。基于 HANK 模型探讨财富分布问题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国外成熟市场经济体的

财富不平等研究，涉及数字鸿沟的讨论极少。尽管 HANK 模型天然适用于财富不平等研究，但

仍存在局限。一是虽强调微观个体的客观异质性，却未纳入异质性预期、个体间交互性以及适

应性学习等特征。而家庭财富受行为决策影响，行为决策又受经济预期驱动，忽视预期可能导

致财富积累与分布分析的偏误。二是其求解方法区别于 DSGE 模型，采用递归迭代算法求解，

易引发维度诅咒问题，具有较高的时间复杂度。国内受技术瓶颈制约，运用 HANK模型分析中

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较为稀缺，关于数字鸿沟与财富不平等的文献更是几不可见。为此，本文将

对使用沟和知识沟进行模型化处理，将其嵌入经典的 Aiyagari-Bewley-Huggett模型，构建一个包

含两级数字鸿沟与信息普惠政策的 HANK 模型，剖析使用沟和知识沟对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机

制，并定量估算政府信息普惠政策缓解财富不平等的效果。

三、理论模型

借鉴 Achdou等（2022）的建模思路，本文构建了一个嵌入数字鸿沟和信息普惠政策的 HANK

模型。该模型中的经济主体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其中，企业和政府被视为同质且具有代表

性的个体，而家庭则是非同质性的个体，其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财富和知识技能方面。家庭面临

未来劳动效率的不确定性，因而会在高知识技能状态和低知识技能状态之间进行转换。

（一）家庭

a y

ct

1. 家庭行为决策描述。本文的模型假设经济体是连续统的，个人的财富 和收入 均为连续

变量。家庭从对未来消费 的折现中获得效用，其总效用函数为：

E
w ∞

0
β′tu (ct)dt （1）

E β′ > 0其中， 表示预期算子， 表示主观贴现率，瞬时效用函数为：

u (ct) =
{

c1−γ
t /(1−γ) γ , 1

log(ct) γ = 1

γ > 0 t = 0

{ct}∞t=0

其中， 表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在 时，家庭知道其初始财富和收入水平，储蓄与消费需

满足以下约束条件，这意味着家庭在选择消费 的最优路径时需遵循这些约束：

dat = (rat +wet − ct)dt, (a0,e0) ∈
[
a,∞

)
×ε （2）

ε = {eh,el} eh el

at t

r rat w

r w

rat wet ct

其中， ， 和 分别表示高知识技能劳动者和低知识技能劳动者，两者之差用以表示使

用沟。这样设定的原因在于：OECD将使用沟定义为个人、家庭、企业以及地区之间在利用互联

网开展各项活动水平上存在的差距。依据该定义，使用沟主要体现为微观个体在使用互联网和

信息技术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本质上是由个体的认知和技能所导致，因此借助家庭知识技

能的差异能够较为恰当地衡量使用沟。 表示居民在 期所拥有的财富，在模型中主要包含家庭

持有的各类资产，涵盖但不限于金融资产（如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现金、股票、债券等）、外币

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如汽车、黄金、耐用消费品等）以及经营性资产。考虑到模型求解的复杂程

度，模型中未做详细区分。 表示利率，则 表示资本收入， 表示每个劳动单位的工资率，且每

个家庭的单位工资率相同。宏观变量 和 的实际值与每个家庭利用信息处理模型得到的估计

值之间存在差距，而后者才是家庭行为决策所采纳的值。若 加上劳动收入 超出消费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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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t) ∈
[
a,∞

)
×ε g (at,et, t) t

g (at,et, t) g (at,et)

财富会增加。家庭面临未来知识技能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每个家庭均存在失业或收入降低的

风险，所以家庭的劳动收入和财富也具有随机性（Castañeda等，2003）。由财富和劳动生产率构

成的随机过程变量 及其所决定的联合密度函数 反映了 期整个经济系

统中家庭财富的分布状况，而该分布状况会随着劳动效率的变化而改变。由于密度与时间无

关，联合密度函数 可以简化为 。

bt家庭可以从政府购买无风险债券 并进行储蓄，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ḃt = yt + rbt − ct

yt = wtet wt t et

eh el

ε = {eh,el}

其中， ， 表示 期的单位工资。劳动者知识技能 随时间随机变化，即家庭的劳动可能是

高技能劳动 或低技能劳动 ，且劳动知识技能的变化遵循一个连续时间马尔可夫链（Huggett，

1993）。状态空间 描述如下：

det = −∆edq1,t +∆edq2,t, ∆e ≡ eh− el, e0 ∈ ε （3）

q1,t

q2,t

ϕ1 (et) ⩾ 0 ϕ2 (et) ⩾ 0

泊松过程 表示家庭使用数字技术从高利用率状态转变为低利用率状态的频率。例如，由

于技术进步，早期对数字技术利用率高的家庭可能无法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从而变为数字技

术利用率低的家庭。而泊松过程 则表示家庭使用数字技术从低利用率状态转变为高利用率

状态的频率。为降低求解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本文采用双态泊松过程，设定 和

分别表示使用沟的缩小率和扩大率，其中：

ϕ1 (et) =
{
ϕhl et = eh

0 et = el
ϕ2 (et) =

{
0 et = eh

ϕlh et = el

2. 知识沟的模型化。知识沟反映了不同人群在使用互联网后所获得的收益和福利的差距。

这种数字鸿沟主要关注的是使用沟所导致的信息不平等对人们参与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关于

知识沟的模型化，目前在学术界尚存较大争议。大多数研究采用不同家庭的收入差异来衡量知

识沟，但这种方法存在显著误差，因为家庭收入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宏观变量，如年龄、性

别、受教育程度等，并非仅由知识沟这一因素决定。为更准确地衡量知识沟，本文从微观个体行

为出发，尝试通过家庭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的差异所引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将知识沟引入 HANK

模型。这样刻画知识沟的原因在于：知识沟本质上是微观个体使用互联网所获得的收益差距，

这仍然是个体在使用互联网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而个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互联

网信息的处理能力不同，因此这样的刻画能够抓住知识沟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最为核心的

部分是对家庭信息处理能力的刻画。将个体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模型化，可以定量研究知识沟

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从而评估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从家庭利用互联网信息能力的差异入手，为家庭赋予了几种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以

此反映家庭在使用互联网方面的差异，从而较为精确地刻画知识沟。本文将 HANK模型中的代

表性家庭区分为有限理性家庭和完全理性家庭。其中，完全理性家庭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况，他

们能够充分利用数字通信技术获取并处理所有信息；而有限理性家庭在利用信息和数字技术方

面的能力有限，无法完全利用互联网获取并处理所有信息。为使知识沟的刻画更贴近真实经济

情况，本文认为有限理性家庭会依据三类不同的模型来处理和更新从互联网上获取的数字技术

信息。采用不同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在信息利用上存在不平等，导致收入和福利的不平等，从

而产生知识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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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厂商

Y K L经济体总产出 由家庭所有的企业生产，这些企业利用总资本 和总劳动力 进行生产，以

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生产函数采用固定规模报酬形式，具体如下：

F (K,L) = AtKαL1−α, α ∈ (0,1) （4）

At At = Ā+ρAAt−1+εA,t ρA

εA,t

其中，总冲击 服从一阶自回归 AR（1）过程，其表达式为： 。参数 为技术冲

击的平滑系数， 为技术冲击的残差项。

δ ∈ [0,1] C δK假设经济中总资本存量以恒定速率折旧， 。 表示总消费， 表示总投资。在稳态

均衡条件下，经济中的投资决策用于弥补资本的折旧。

Y =C+δK （5）
（三）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实施价格型货币政策，具体形式如下：

Rt = (Rt−1)
rR
(
π1+rπ

t−1 (Yt−1/Y)rY r̄r̄
)1−rRφt （6）

r̄r̄ Y φt

φt = φ̄+ρφφt−1+εφ,t ρφ εφ,t

其中， 和 分别表示稳态时的实际利率和产出， 表示利率冲击，服从一阶自回归 AR（1）过

程，即 。参数 为利率冲击的平滑系数， 为利率冲击的残差项。货币政策是

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函数。

（四）政府

政府可通过制定并实施信息普惠政策，提升公众信息共享水平，降低个体在信息使用方面

的不平等程度，从而有效缩小数字鸿沟。为量化评估政府信息普惠政策对缩小财富不平等的作

用效果，本文将此类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引入 HANK模型进行分析。

f
(
a j|ai

)
ai a j

µi σi

在真实经济中，财富水平相近的家庭间产生有效信息交换的可能性较高，而财富差距较大

的家庭间形成有效信息交换的概率较低。具体而言，家庭 i 与邻居群体间发生有效信息交换的

概率服从正态分布，该概率 是财富值的函数。其中，财富值为 的家庭 i 与财富值为 的

邻居家庭 j 之间的信息交换概率服从均值为 、方差为 的正态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f
(
a j |ai

)
=

1
√

2πσi

exp
(
−
(
a j−µi

)2

2σ2
i

)
（7）

µi = ai ai ai

σi = k1,tai+ k2,ta2
i k1,t

k2,t k1,t σi k2,t σi k1,t

k2,t

k1,t

k1,t = ρk1
k1,t−1+εk1 ,t

其中， ，这意味着与财富值为 的家庭 i 产生信息交换的邻居群体，其平均财富值等于 ；

不同家庭间发生信息交换的标准差（即交互范围）为 ，其数值大小受参数 和

影响，且 对 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 。政府通过实施信息普惠政策调节 ， 反映信息普

惠政策的趋势项， 反映信息普惠政策的波动项。一般而言，若设定趋势项，外生冲击的幅值会

更大，这意味着信息普惠政策的实施力度更强。本文将趋势项 设定为政府信息普惠政策冲

击，并使其服从 AR（1）过程，即 。本文将所有概率密度函数组合构建为如下的信

息交换概率矩阵：

FI =


f (a1 |a1 ) · · · f (aN |a1 )
...

. . .
...

f (a1 |aN ) · · · f (aN |aN )

 （8）

ai i t−1 t x Ii xt Ii ∈ [Ir, Is, Iv, Im]

每个家庭均有多个信息交换的邻居，其信息处理模型的选择及处理结果也会受到邻居的影

响。设财富值为 的家庭 在 期对 期的宏观经济变量 的预期值为 ，其中 ，

即家庭可采用的信息处理模型包括静态、VAR、机器学习等前述方法中的一种。在未发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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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xt =
[

Ir Is Iv Im

]
xt

ns Is nv Iv

nm Im x

交换时，不同财富水平的家庭对变量 的估计值构成的向量为 。当存在

比例为 的家庭采用静态信息处理模型 ，比例为 的家庭采用 VAR 信息处理模型 ，比例为

的家庭采用机器学习信息处理模型 时，经过信息交换后，家庭对互联网信息 的估计值向量

更新为：

Īxt = FI · Ixt = FI ·
[

nrIr nsIs nvIv nmIm

]
xt （9）

家庭经济行为可通过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其最优决策过程由 HJB（Hamilton-Jacobi-Bellman）

方程刻画，而家庭财富与劳动力禀赋的联合分布动态演化过程则通过 FPK（Fokker-Planck-

Kolmogorov）方程进行描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参数设定

本文采用 HANK 模型常用的全局非线性求解方法进行模型求解，求解过程中参考 Achdou

等（2022）的有限差分方法，以降低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并提升求解效率。为更精确地估计与本文

模型相匹配的参数值，本文参考 Parra-Alvarez等（2017）的研究，得到 HANK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为确保所估计的结构参数与冲击参数更契合中国经济的实际特征，本文选取 2011 年第三

季度至 2023 年第四季度的产出与消费数据作为可观测变量，这部分宏观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官方网站与WIND数据库；同时，引入家庭微观横截面数据，其中家庭财富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2013 年开展的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本文结合待估参数的先验分布，采

用Metropolis-Hastings算法得到参数后验分布均值与 5%、95%置信区间。

γ

β′

α δ

α

δ

本文将基于贝叶斯估计方法所得参数与现有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所估计参数值与现有

研究基本一致。例如，本文估计的家庭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为 2.9453，而现有文献通常取值范围

为 1至 3（孙坚强等，2024），本文结果处于该区间内。本文估计的家庭贴现因子 为 0.9012，与殷

剑峰和王增武（2018）的结果 0.9 较为接近。对于中间品厂商资本产出份额 和资产折旧率 ，本

文的估计值分别为 0.2047 和 0.0116，司登奎等（2019）将资本产出份额 设定为 0.3，梅冬州和温

兴春（2020）将资产折旧率 设定为 0.025。可见，本文的估计结果虽与这些文献存在一定差异，但

仍处于合理区间。

经归一化处理后，采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为 71%，采用静态信息处理模型的家

庭占 3%，采用 VAR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 3%，采用 RBF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 23%。这表明

经济中超过半数的家庭运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对互联网信息进行筛选与处理，而约 30%的家庭

对互联网信息的使用呈现有限理性特征。可见，不同家庭在互联网信息利用方面确实存在显著

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其福利与收益必然产生分化，由此证实知识沟客观存在。

（二）使用沟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分析

eh

el eh

el eh

el eh

本小节探讨使用沟对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由于本文模型通过高知识技能劳动者 与低

知识技能劳动者 之间的差距来表征使用沟，下文将开展两种情景的仿真分析：第一，固定 ，模

拟 逐步趋近 （即使用沟逐渐缩小）时，整体经济财富分布不均匀程度的动态变化，这种情景对

应经济中低技能劳动者占比下降、高技能劳动者占比上升的过程。第二，固定 ，模拟 逐步提

高（即使用沟扩大）时，财富分布不均匀程度的变化情况。

第一种情景的仿真结果（见图 1）显示：第一，当低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逐步趋近高技能劳

动者水平时，社会总财富（即社会总储蓄）的基尼系数呈现先升后降的演变轨迹。在低技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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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产效率较低阶段，经济中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社会总财富的基尼系数处于高位；随着低技

能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升，其收入水平提高，对未来收入形成乐观预期，从而增加当期消费、降

低储蓄，导致社会总财富增速放缓而消费增速加快。这一过程可通过图 1中（a）、（d）和（e）进行

印证。此时，低技能与高技能劳动者的储蓄差距扩大，推动社会总储蓄的基尼系数上升。伴随低

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两类劳动者的储蓄水平渐趋收敛，社会总储蓄的基尼系数随

之下降。这表明使用沟与社会总财富基尼系数之间存在平滑的倒 U形关系。第二，随着低技能

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升，收入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低技能劳动者收入增长而高技能

劳动者收入保持稳定，两者的收入差距逐步收窄。第三，在低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

中，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特征。初期低技能劳动者收入缓慢增加，但由于此

前资本积累有限且对未来收入预期乐观（甚至动用部分资本消费），导致其与高技能劳动者的资

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资本收入基尼系数上升；后期随着低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持续提

升、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其资本收入与高技能劳动者的差距逐步缩小，资本收入基尼系数下

降。可见，使用沟缩小将引致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先升后降的动态变化。第四，随着低技能劳动者

生产效率的提升，中高收入群体比例逐步扩大，总储蓄与总消费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总储蓄

表现为凸函数特征，总消费则呈现凹函数特征。这是因为在低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初期，

其对未来收入持乐观预期，倾向于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从而导致总储蓄增速放缓而总消费增

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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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eh图 1    使用沟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
 

第二种情景的仿真结果（见图 2）显示：第一，当经济中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逐步逼近

极大值时，社会总财富基尼系数呈现持续上升但增速递减的演变趋势。当高技能劳动者数量、

低技能劳动者数量及其生产效率保持恒定时，高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升将引致使用沟逐步

扩大，从而加剧高、低技能劳动者间的财富分化，财富基尼系数随之上升；但随着高技能劳动者

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其消费支出增加，储蓄下降，意味着高、低技能劳动者间的财富差距增

速趋缓，因此财富基尼系数呈现凸性特征，即在持续上升的同时增速逐渐放缓。第二，随着高技

能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升，收入基尼系数呈上升态势。这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收入随生产效率

的提升而增长，而低技能劳动者数量与劳动生产率维持不变，导致高、低技能群体的收入差距

持续扩大，从而推高收入基尼系数。这表明使用沟扩大会引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增大。第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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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逐步提高时，资本收入基尼系数也呈现上升趋势。在劳动者数量与低

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不变的条件下，高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升将扩大使用沟，增强其资本

收入累积能力，导致高、低技能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资本收入基尼系数随之上

升；但随着高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其消费增加，储蓄下降，意味着财富差距增速趋

缓，因此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同样呈现凸性特征，即在上升过程中增速逐渐放缓。第四，在劳动者

数量与低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不变的条件下，当高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提高、使用沟逐步扩大

时，总储蓄呈现下降趋势，而总消费则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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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 ēh图 2    使用沟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
 

（三）知识沟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分析

本小节探讨知识沟对多维度基尼系数的影响机制，仿真分析经济中采用不同信息处理模型

的家庭比例变动（对应知识沟的动态变化）时，各基尼系数指标的演化路径。本文模型中存在四

类家庭，其信息处理方式存在差异，他们分别采用不同的信息处理模型对互联网信息进行加工

利用。本小节重点仿真了两种情景：一是采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逐渐增加；二是采

用 RBF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逐渐增加。选取这两类家庭占比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在于：根

据本文模型的估计结果，采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与 RBF 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分别为 60%

和 32%，表明这两类信息处理模式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以其占比变动为切入点开展仿

真分析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仿真结果见图 3和图 4。

当采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从 0增至 80%时，意味着具有高水平数字技术应用能

力的家庭数量持续增长。当该比例达到 80%时，经济中绝大多数家庭成为能高效运用数字技术

与互联网信息并做出最优决策的理性主体。此时，由于多数家庭逐渐采用统一的理性信息处理

模型，经济中的知识沟持续收窄。由图 3 可知：第一，在采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从 0

增至 80%的过程中，财富基尼系数呈现先升后降的演变轨迹。当理性家庭占比尚低时，采用四

类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分布相对均衡，知识沟较大，引致的财富差距显著，所以财富基尼系数上

升；而当理性家庭占比足够高时，多数家庭采用同质化信息处理模型加工互联网信息，知识沟显

著缩小，由此产生的财富分化减弱，财富基尼系数随之下降。第二，总收入基尼系数在该占比提

升过程中同样先升后降。初期理性家庭占比较少时，采用四类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分布均匀，

家庭利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信息创造收益的能力差异明显，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基尼系数

  2025 年第 10 期

•  28  •



上升；而理性家庭占比达到高位后，多数家庭采用同一信息处理模型，由此引发的收入分化收

窄，收入基尼系数下降。第三，资本收入基尼系数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理性家庭占比上升

初期，采用理性模型的家庭数量有限，家庭间信息处理模型多元化导致资本收入差距扩大，资本

收入基尼系数上升；随着理性家庭占比的持续提高，多数家庭转向同质化信息处理算法，资本收

入差距缩小，资本收入基尼系数随之降低。第四，储蓄与消费呈现差异化动态变化。储蓄在高位

短暂企稳后逐步下行，消费则在低位短期盘整后持续攀升。家庭对信息处理模型的消化及决策

传导存在时滞，短期内储蓄与消费保持稳定；理性家庭占比提升后，因能精准预判宏观经济走势

的家庭增多，在乐观预期的驱动下，储蓄意愿减弱而消费倾向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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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图 3    知识沟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逐渐增加）
 

采用 RBF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从 0增至 80%，意味着具有高水平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信

息应用能力的家庭数量持续增长。当该比例达到 80% 时，经济中多数家庭成为有限理性主体。

相较于采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这类家庭运用数字技术及处理互联网信息的能力较弱，

难以完美利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信息做出最优决策。尽管此时多数家庭逐渐转向同质化的信息

处理模型，经济中的知识沟看似收窄，但由于这些家庭的信息利用能力存在局限，实际上家庭对

互联网的利用正向“劣势方”收敛。由图 4可知：第一，在采用 RBF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从 0

攀升至 80%的过程中，财富基尼系数呈现上升的态势。随着采用 RBF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数量

增多，尽管多数家庭采用同类型信息处理模型解析互联网信息，但不同家庭间的 RBF模型因参

数差异而存在异质性。这种模型层面的差异导致知识沟呈现扩大趋势，财富差距逐步拉大，从

而推动财富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知识沟扩大至特定阈值后，财富基尼系数趋于稳定。第二，在采

用 RBF 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从 0 增至 80% 的过程中，总收入基尼系数先升后稳。随着采

用 RBF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上升，采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下降，经济体系中家

庭整体信息处理能力弱化且异质性增强，多重因素叠加促使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而推动总收

入基尼系数上升并趋于稳定。第三，当采用 RBF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从 0增至 80%时，资

本收入基尼系数呈现增大后稳定的演变轨迹。随着采用 RBF模型的家庭数量增多，不同家庭间

RBF模型的参数差异导致知识沟扩大，由此引发的资本收入差距持续加剧，推动资本收入基尼

系数逐步上升并最终企稳。第四，在采用 RBF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渐进上升的过程中，储

赵    玮、李    勇、王    宇、朱佳霖：数字鸿沟、财富不平等与信息普惠政策

•  29  •



蓄规模缩减而消费水平提升。上述结果表明，RBF信息处理模型的广泛应用重构了家庭信息获

取与处理的决策模式，从而影响经济资源配置格局。不同家庭对 RBF 模型参数的差异化运用，

映射了家庭间信息处理能力与知识吸收能力的差异。这种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在宏观经济层面被

显著放大，最终引致基尼系数的动态变化。同时，知识沟与经济指标间的复杂关联深刻揭示了

信息传播效能与知识扩散机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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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图 4    知识沟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逐渐增加）
 

由上述两种情景分析可知，当采用特定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上升时，知识沟呈现逐渐

缩小的趋势，但家庭信息处理能力向高水平状态（本文指采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与低水

平状态（本文指采用 RBF 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收敛，对财富分配与福利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

差异。当知识沟逐渐缩小且家庭的信息处理能力趋向高水平均衡时，基尼系数下降；而当知识

沟逐渐缩小但家庭的信息处理能力趋向低水平均衡时，基尼系数上升，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平

等程度增加。

（四）政府信息普惠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上文论证了数字鸿沟对财富不平等的负面效应，下文进一步探究政府信息普惠政策能否有

效缓解财富不平等问题。本文仿真分析了当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政府信息普惠政策冲击时，财

富基尼系数、收入基尼系数、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储蓄以及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过

程。总体而言，正向的政府信息普惠政策冲击能够强化个体间的有效信息交换，显著降低市场

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由图 5 可知：第一，当受到正向的政府信息普惠政策冲击时，财富基尼系数瞬时下降 27 个

单位，随后逐步收敛至稳态水平。这表明政府通过实施信息普惠政策（如提升居民数字技术应

用能力、降低信息不平等程度、强化关键政策信息的公开与解读），能够有效缓解家庭间信息获

取与利用的不平等，从而缩小财富分配差距。信息资源的公平配置有助于破除财富积累过程中

的信息壁垒，使不同收入阶层家庭更均等地获得发展资源与机会，推动财富分配向均衡化方向

发展。第二，正向的政府信息普惠政策冲击使总收入基尼系数下降 4 个单位后渐趋稳定。相较

于财富基尼系数，该政策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改善效果相对有限。这可能源于收入分配受劳动

力市场结构、行业异质性、教育水平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信息普惠政策在调节收入格局时面

临更复杂的干扰变量。第三，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对正向政策冲击呈现负向响应。由于资本收入

属于慢变量（区别于瞬时变量），当外生的信息普惠冲击触发信息公开透明度提升、家庭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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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消解时，资本在家庭间的分布趋于均衡，从而推动总资本基尼系数下降。信息的高效流通

有助于优化资本配置，抑制资本过度集中于少数群体，促进资本分配的公平性。第四，在政策冲

击下，总储蓄上升 80个单位、总消费增加 10个单位后回归稳态。这表明政府信息普惠政策能有

效提升社会总储蓄与总消费水平。信息普惠增强了居民对未来经济预期的稳定性，既提升了家

庭为应对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的信心，又促使其基于更精准的市场信息与消费认知而适度增加

消费支出。
  

0 20 40 60

时间序列（期）

−0.3

−0.2

−0.1

0

0.1

（d）

总
储
蓄

0 20 40 60

时间序列（期）

−0.010

−0.005

0

0.005

0.010

（e）

总
消
费

0 20 40 60

−0.03

−0.02

−0.01

0

0.01

时间序列（期）

（a）

财
富
基
尼
系
数

0 20 40 60

−0.03

−0.02

−0.01

0

0.01

时间序列（期）

（c）

资
本
收
入
基
尼
系
数

0 20 40 60

时间序列（期）

−4

−2

0

2
×10−3

（b）

总
收
入
基
尼
系
数

图 5    政府信息普惠政策的财富分配效果评估
 

五、结　论

本文基于 HANK 模型构建了一个研究数字鸿沟与居民财富分布的理论框架，探究了数字

鸿沟对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并定量评估了政府信息普惠政策对缓解财富不平等的效果。研

究发现：第一，经济中逾半数家庭采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筛选数字信息，剩余约 30% 的家庭对

数字信息的使用呈现有限理性特征，即其无法高效利用数字信息，且家庭间在信息获取、收集

与处理环节存在显著差异，导致福利与收益分化。这既证实知识沟客观存在，也表明本文通过

信息处理模型的差异来度量知识沟具有科学性。第二，当使用沟逐渐缩小时，财富基尼系数与

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均呈现先升后降的动态特征，收入基尼系数持续降低，总储蓄与总消费规模

稳步提升。第三，当使用沟逐渐扩大时，财富基尼系数虽呈上升趋势但增速趋缓，收入基尼系数

与资本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上升，总储蓄规模下降而总消费规模上升，这表明使用沟对财富分布

的影响存在非对称特征。第四，当采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的家庭占比增加时，知识沟逐步收窄，

财富基尼系数、收入基尼系数与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均呈现先升后降的演变特征，储蓄水平在高

位短暂企稳后持续下降，消费水平则自低位短期盘整后逐步提升。第五，当采用 RBF信息处理

模型的家庭占比上升时，家庭数字技术应用与互联网信息处理能力相对不足（知识沟虽收窄但

存在局限性），此时财富基尼系数、资本收入基尼系数与收入基尼系数均上升，储蓄规模缩减而

消费水平提高。第六，在正向的政府信息普惠政策冲击下，财富基尼系数、收入基尼系数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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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基尼系数下降，总储蓄与总消费规模增长，证实政府通过信息普惠政策可有效缓解家庭间

财富不平等。

我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新型社会不平等形态的数字鸿沟对共

同富裕构成的挑战与冲击亟待关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数字技能专业化培训

与职业指导，提升劳动力禀赋结构与数字技术岗位需求的匹配度。针对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

处理以及使用技能等方面明显滞后于城市家庭的现实，可重点开展信息技术专项辅导，鼓励规

模以上电商平台或主流媒体以通俗化方式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制作互联网接入操作、网络购物

扫码支付等生活场景化的数字技能视频教程。第二，高度关注高、低技能劳动者间的技能鸿沟

与使用沟问题，通过加大低技能劳动者技能培训投入，实施职业技能培训课程供给、技能提升

项目开展等措施，切实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生产效率与收入水平，有效缩小高、低技能群体差距，

从而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助推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第三，着力推进数字素养教育，

重点提升家庭运用理性信息处理模型的能力，尤其在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及弱势群体中开展专项

能力培育，促进信息处理能力的均衡发展；同时，鼓励互联网企业与平台优化信息供给质量，提

供更规范、更易懂的信息内容，减少信息噪声干扰，降低家庭信息处理的技术门槛与认知成本。

本文的模型为在 HANK框架下研究数字鸿沟与财富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基准的理论分析架

构，但模型仍存在深化拓展的空间。例如，当前模型尚未纳入厂商价格黏性、垄断竞争机制以及

各类经济摩擦因素，若引入这些要素将大幅增加变量与参数体系，给模型求解带来很大困难。

未来可在本文模型基础上探寻模型完备性与求解可行性之间的最优平衡点，或者持续探索更高

效、更精准的全域非线性求解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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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importance of data elem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the heterogeneous diffu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lso objectively formed a digital divide, which not only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digit-
ally “vulnerable” groups to enjoy the dividends brought by rapid digital development, but also causes substan-
tial inequality at the region, industry, enterprise, and individual levels. So, how does the digital divide affect
wealth inequality? What is its internal mechanism? How to effectively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thereby alle-
viating wealth inequality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s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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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Divide, Wealth Inequality, and Information Inclusive
Polic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HANK Model

Zhao Wei1,  Li Yong2,  Wang Yu3,  Zhu Jialin1

(1.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Beijing 10002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3.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Beijing 100032, China)

Summary:  In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importance of data elem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the heterogeneous diffu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lso objectively formed a digital divide, which not only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digit-
ally “vulnerable” groups to enjoy the dividends brought by rapid digital development, but also causes substan-
tial inequality at the region, industry, enterprise, and individual levels. So, how does the digital divide affect
wealth inequality? What is its internal mechanism? How to effectively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thereby alle-
viating wealth inequality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s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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